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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民族文化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鲁萍佳 杨锐

云南工商学院，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民族文化政策在“混一南北”的背景下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开创性。其通过行省制度、移民屯田、差异化法律以及多元文化包容政策，客观上推动

了大规模的族群流动与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态奠定了基础。然而，其政策核心

服务于蒙古贵族特权维护，导致民族融合的深度受限与内在矛盾激化。元代经验深刻揭示了处理民族问题中四对

辩证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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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3 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

的元帝国。面对包含农耕汉地、草原游牧、雪域高原、

西南边陲等差异巨大的多元族群与文化版图，元朝统治

者如何实施治理、整合社会、塑造认同，成为关乎帝国

存续的核心问题。忽必烈建元中统（1260 年），以“天

赐统治者”（腾格里信仰）与“海洋般大汗”（“成吉

思”的广阔象征）自居，标榜“胡汉一家”、“华夷一

家”的统治理念，试图超越传统的华夷界限。这一理念

在实践中具体化为“海阔天空容天下民”的政治经济整

合策略与“雅俗共赏”的文化交融政策，旨在构建一个

容纳“天下民”的帝国共同体。然而，在“蒙古至上”

的根本原则下，政策的执行充满了等级差异、工具主义

与内在冲突，深刻影响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与深度。探讨

元代民族文化政策的双重性，不仅关乎对元朝历史的理

解，更对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脉络与处理当

代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 海阔天空容天下民：政治整合与经济相依的

架构

元代民族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维系蒙古统治特权

下的帝国统一，其首要举措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与

密切的经济联系，将多元地域与族群纳入帝国框架。

1.1“跑马圈地划疆域”

元朝打破了唐宋以来主要依据自然地理划分政区

的“山川形便”原则，代之以更强调中央控制与军事镇

戍的“犬牙相入”行省制度。中书省直辖“腹里”，十

行省分治全国，行省长官拥有军、民、财政大权，有效

加强了对辽阔疆域，尤其是新征服的云南、西藏等边疆

地区的直接管辖。

在云南设行省，结束了南诏、大理的相对独立状态；

在西藏（乌思藏）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由帝师（萨

迦派领袖）和宣政院协同管理，首次将西藏纳入中央政

权直接行政管辖体系。这些建制更注重中央对地方的控

制，强化了统一国家的治理框架，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

了重要模式。

1.2“移民屯田强经济”

1.2.1双向技术交流

政府大规模组织移民屯田，将中原汉人、蒙古军士、

色目人（西域各族）迁往边疆驻守开发，同时将部分西

北少数民族（如畏兀儿、唐兀人等）迁入中原。这促成

了大规模的民族杂居与经济互动：西北民族学习中原农

耕技术，汉族工匠则赴边疆传授手工业技艺。

1.2.2商贸繁荣与货币统一

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重新疏浚，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

之路（如泉州港），促进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空前

繁荣。泉州、大都（北京）成为汇聚中外商旅的国际性

都市。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纸币“交钞”，虽后期因滥

发引发通胀，但客观上促进了经济一体化与跨区域商贸

往来。

1.3“文化政策搭框架”

元代在法律与人才选拔上实行明显的族群差异化

政策，以维护蒙古特权为核心：

1.3.1差异化法律（“各依本俗”）

“诸蒙古人殴汉人，汉人不许还报……蒙古人扎死

汉人，断罚出征。”
[1]
实施蒙古法、汉法、回回法（主

要适用于穆斯林）并行的法律体系。蒙古人犯罪量刑远

轻于汉人、南人，公开确立了法律上的民族等级。其本

质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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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女真等金朝治下族群归入“汉人”类别，客观上

承认了辽金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既成事实，为明代更广

泛的“汉人”身份整合埋下了伏笔。

1.3.2 科举制度的工具化

（至大二年）御史台臣言：“国人（蒙古人）不谙

政事，请罢科举。”帝曰：“然。”
[2]
元初长期废止科

举（直至 1313 年仁宗朝恢复），沉重打击了依赖科举

晋身的汉族士大夫阶层，使其政治地位边缘化，转而依

赖胥吏体系治理地方。“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

南人作一榜。”
[3]
恢复后的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内容，

且在录取名额上严重向蒙古、色目人倾斜，汉人（尤其

是南人）机会极其有限。此政策意在有限度地笼络汉族

精英为其服务，同时严格限制其政治影响力上升，体现

了“蒙古至上”与“汉法为辅”的双轨制本质。

此部分政策核心在于通过行政控制、经济纽带与法

律或者制度的差异化设计，构建一个在蒙古人主导下能

容纳“天下民”的帝国秩序，实现“胡汉一家”的表面

统合，服务于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与帝国稳定。

2 雅俗共赏文化交融：多元互动的广度与深度

在维护统治的前提下，元代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和

连接欧亚的地理位置，为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形成“雅俗共赏”的独特景观。

2.1 语言文字的创制与融合

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

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参照蒙、汉字体，意图成为书写蒙

古语、汉语、藏语等多种语言的统一文字。尽管其实际

流通范围有限（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印章、碑刻），且

最终未能取代传统文字，但其创制本身融合了藏、蒙、

汉文字特点，是帝国试图建立跨民族书写媒介的雄心体

现，成为多民族国家文化融合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2.2 文学艺术的交融共生

元曲的勃兴：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曲（杂剧与

散曲）广泛吸收北方少数民族（如女真、蒙古）的音乐

元素（“胡乐番曲”）和质朴刚健的风格，融合中原传

统叙事，形成雅俗共赏、贴近市井生活的独特戏曲形式。

关汉卿等作家关注社会底层命运的现实主义书写，被后

世（如毛泽东）视为具有人民性的典范。

艺术的跨文化结晶：青花瓷是元代文化交融的物质

典范。它将伊斯兰世界喜爱的钴蓝颜料、西亚纹饰风格

与中国传统瓷器造型、绘画技法完美结合，畅销海内外，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璀璨象征。

学术合作：官方主持修撰《辽史》、《宋史》、《金

史》，由多民族史学家（如蒙古人脱脱任都总裁，汉族、

色目史官参与）合作完成，体现了对多元历史遗产的整

合努力。

2.3 宗教包容的实用主义政策

元代统治者对主要宗教普遍采取宽容态度：

兼容并蓄的表象： 萨满教（蒙古传统）、藏传佛

教（尤其受皇室尊崇，封帝师统领天下释教）、汉传佛

教、道教（全真道曾受宠，后受打压）、伊斯兰教（回

回人主要信仰）、基督教（景教、天主教）等皆获准存

在和传播，享有免税等特权。杭州飞来峰的多元宗教石

刻造像群和泉州等地出土的多种文字宗教碑刻（如波斯

文伊斯兰墓碑），生动记录了这种宗教共存。

实用主义本质：这种宽容服务于政治目的。推崇藏

传佛教（萨迦派）旨在笼络西藏僧俗势力，巩固对西藏

的统治；保护伊斯兰教有利于管理庞大的色目商人群体

和维持丝路贸易。同时，对可能威胁统治或挑战蒙古特

权的宗教（如宣扬“弥勒下生”的白莲教、主张“化胡”

的全真道）则严厉镇压。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甚至颁布歧

视性法令，“敕：‘禁回回人抹杀羊做速纳（屠宰）’，

违者以违制论。”
[4]
这暴露了其宗教政策的摇摆性与工

具性。

2.4“礼文习儒”的华化现象：西域士人的文化认

同

元代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众多来自西域（色目）

的精英分子（如廉希宪、偰氏家族、高克恭、萨都剌等）

“舍弓马而事诗书”、“敦诗书而说礼乐”、“改从华

俗”，精研儒学，工于诗文书画，深度融入汉文化圈。

史家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盛赞此现象“是真前

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
[5]
。这反映了汉文化强大的

吸引力，也是元代文化交融达到相当深度的体现。同时，

蒙古皇室也通过“经筵”制度学习儒家经典，并将部分

汉文典籍译为蒙古文（如《孝经》、《贞观政要》），

显示出对汉文化一定程度的接纳。

元代的文化交融呈现“自上而下的工具化”与“自

下而上的自发交流”并存的特征。官方推动的文化整合

（如八思巴文、尊儒）服务于统治需要，而民间、精英

层面的艺术、技术、宗教、生活方式交流则更具自发性

和持久力，如元曲、青花瓷、华化现象、科技传播（波

斯天文仪器传入、汉地印刷术火药西传）等，为后世留

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3 共同意识需要整合：政策反复与融合的内在

张力

尽管元代在疆域整合与文化交融上取得显著成就，

但其民族政策的核心矛盾——维护蒙古特权与构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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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等融合的共同体——始终存在，导致政策反复、执

行困难，共同意识的整合面临巨大挑战。

3.1 政治法律思想的冲突

儒学的工具化与排斥：虽然将程朱理学定为官学、

科举标准，但蒙古统治者主要将其视为治理汉地的工具

和装饰。许衡等理学家宣扬“修身齐家”以服务于蒙古

政权，但蒙古贵族对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如华夷之辨、

君臣纲常）实际接纳程度有限。在权力核心层（如中书

省、枢密院），汉人长期被排斥在外，形成“蒙古至上”

与“汉法为辅” 的僵硬双轨制。史家萧启庆精辟指出，

元代是“多元体制下的等级社会”
[6]
，远非平等融合。

根深蒂固的“草原本位”：蒙古贵族始终以“草原

征服者”自居，视中原为财富来源地而非文化母体。元

武宗时期，蒙古大臣甚至公开反对推行汉法，主张“国

人（蒙古人）不习汉文”，显示出对深度文化融合的强

烈抵触。这种心态阻碍了统治集团自身对汉文化的深层

认同与吸纳。

3.2 宗教政策的摇摆与张力

前文所述的宗教宽容政策具有显著的实用主义色

彩和不稳定性。推崇藏传佛教打压道教、颁布歧视伊斯

兰教法令等行为，引发相关宗教群体的强烈不满，成为

社会矛盾的潜在爆发点。宗教政策未能成为凝聚不同信

仰族群的坚实纽带，反而时而成为制造隔阂的源头。

3.3 民族政策执行的困境

元朝依靠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实用主义的经济技术

引进（如重用色目理财官员）、工具性的宗教宽容以及

民族隔离（如禁止汉人持有兵器、学习蒙古语）等手段，

在前期维持了表面上的稳定。

然而，族群间的制度性不平等（法律、科举、入仕）、

经济剥削（包银、科差沉重）、根脚制度（世袭特权）

导致的官僚腐败低效，以及文化心理上的隔阂持续发酵。

随着统治效能下降和天灾频发，这些矛盾在元末集中爆

发，大规模的民变（红巾军起义等）最终颠覆了元朝统

治。

元代鼓励民族杂居通婚（客观上存在），经济文化

联系空前密切，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族群成分（如回

族形成的关键期）和文化元素，在广度上推动了“多元

一体”格局的扩展。然而，在深度上，由于统治集团顽

固维护自身特权与“草原本位”，拒绝进行深层次的政

治文化整合，未能建立起超越族群差异、基于平等认同

的稳固共同体意识。其融合是“广而浅” 的，未能消

解等级社会的根本矛盾。

4 历史启示：元代经验与新时代民族工作“四

对关系”的辩证思考

元代民族文化政策的实践，其成就与局限，深刻揭

示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永恒的核心议题——如何处理

好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意识、主干与枝

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

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
[7]
元代经验为

理解新时代民族工作强调的“四对关系”
[8]
提供了历史

注脚。

4.1 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

元代在“容天下民”的框架下，客观上承认了文化

多样性（如“各依本俗”法），这是其包容性的一面。

但其致命缺陷在于将差异性凝固为等级性（蒙古、色目、

汉人、南人的四等人制），使差异性成为压迫和分裂的

根源，而非共同体的养分。新时代民族工作强调“共同

性是主导和根本”，必须增进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强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

法治意识。在坚持和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

差异性，引导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自然发展，服务于共

同体建设，避免本末倒置。

4.2 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系

元代未能成功培育超越族群界限的、稳固的国家共

同体意识。“蒙古至上”意识凌驾于一切，压制了其他

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共同体归属感，最

终激化了民族矛盾。这警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处于最高位置，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

纽带。各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共同体意识。必须旗

帜鲜明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实现中华

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保障

和实现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与繁荣发展。

4.3 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元代文化交融的繁荣景象（元曲、华化现象、青花

瓷等）生动表明，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单一的，而是

在“主干”（中华文化）与“枝叶”（各民族文化）的

互动中不断丰富发展。元代为各民族文化（蒙古草原文

化、西域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提供了展示交

流的舞台，它们共同滋养了元代的中华文化。新时代必

须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

在大力繁荣发展中华文化这一主干的同时，必须切实尊

重、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枝叶），使主干更

加强壮，枝叶更加繁茂，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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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4.4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元代在经济技术层面的交流融合（移民屯田、丝路

贸易、科技传播）为民族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其精

神层面的整合（共同意识、平等认同）严重滞后，甚至

背道而驰，导致物质联系无法转化为牢固的精神纽带。

这印证了物质发展与精神建设必须相辅相成。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是民族团结的物质保障（物质）。

但同时，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意义”，通过教育引导、文化浸润、价值观塑

造，深耕精神家园（精神），使物质成果的共享成为增

进共同体认同的催化剂。

元代“各依本俗”政策的核心是维护蒙古统治特权

下的等级秩序。它承认不同族群习惯法的存在，但将其

纳入不平等的法律体系（蒙古法优先），服务于“分而

治之”的统治术，其本质是等级性、隔离性、工具性的。

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在国家统一领导、宪

法和法律至上、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下确立的。

它赋予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依法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

权利，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民族团结、支持

民族地区发展，最终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目标。其本质是平等性、团结性、发展性、法治性的，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二者在价

值基础（等级特权 vs 民族平等）、根本目标（分治维

稳 vs 共同繁荣团结）、制度属性（统治工具 vs 基本

政治制度）上存在根本性、原则性的区别。

5 结论

元朝的民族文化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王朝

整合庞大异质帝国的复杂实践。它以“海阔天空容天下

民”的魄力，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建制（行省）、大规模

的人口迁徙与经济互动（移民屯田、商贸）、相对包容

的文化氛围（雅俗共赏的艺术交融、多元宗教政策）以

及独特的法律框架（“各依本俗”），在客观上推动了

中华大地上空前规模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与经济联系，

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9]
的地理与人

文空间，为后世（特别是明清）的民族融合与国家治理

积累了重要经验，注入了新的族群与文化成分。

然而，其政策始终被“蒙古至上”的根本原则所束

缚。等级性的法律体系（四等人制）、工具化的文化政

策（儒学、宗教）、对汉文化深层吸收的阻力（“草原

本位”观）以及对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忽视，导致其民族

整合呈现出显著的“广而浅” 特征。政策的内在矛盾

（如“胡汉一家”口号与“蒙古至上”现实）、执行的

困难与反复，最终未能化解社会深层矛盾，成为元朝统

治崩溃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代的历史经验深刻昭示：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不能依赖于等级特权或工具性的宽容，其核心在于能否

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意识、中

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物质与精神这“四对关系”。它

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方针，以增进共

同性为根本方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强化共同性、增进一体性，在

繁荣中华文化主干的同时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枝叶，在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深耕精神家园。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构建起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各民

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元代的成败得失，

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推进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

的历史镜鉴与深刻的辩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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